
《经济学》（季刊）                                                              2024 年第 6 期 

1 

 

地方法院人财物省级统管改革与企业破产 

——基于破产申请案件的经验证据 

 

丁海   钱雪松   朱文博 

 

 

 

目录 

 

附录Ⅰ 中国企业破产退出难原因剖析 ................................................................................. 2 

附录Ⅱ 数据具体获取与处理过程 ......................................................................................... 4 

附录Ⅲ 平行趋势检验与稳健性检验正文未报告部分 ......................................................... 5 

附录Ⅳ 司法去地方化改革的有效性检验 ............................................................................ 11 

附录Ⅴ 司法去地方化改革对城市破产企业数量的影响 ................................................... 14 

 

 

  



《经济学》（季刊）                                                              2024 年第 6 期 

2 

 

附录Ⅰ 中国企业破产退出难原因剖析 

破产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企业破产难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具体如下所述。 

其一，破产法治体系建设滞后。从立法方面看，尽管破产法以“申请和受理”专章规定

了破产案件的立案和受理问题，但立法规定比较粗疏，缺乏较为详细的司法解释和操作规范，

这导致破产立案受理成为制约破产审判和影响破产法实施的瓶颈问题。此外，法院受理审判

破产案件的积极性不高。当前法官考核体制不合理，大多数地方法院仍将破产案件的受理数

量、结案率等纳入一般民商事案件中考核。但是，破产案件一般较为复杂，涉及相关利益方

众多，审理周期长，费时费力，这导致法官受理审判破产案件的动力不足，普遍不愿意受理、

甚至拒绝审理破产案件。 

其二，地方政府干预企业破产。在我国经济分权和官员激励机制的制度框架下，地方政

府和主政官员阻止企业破产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动机：一是维护社会稳定；二是维持地方财政

收入和经济增长。一方面，社会稳定是地方政府和主政官员尤为关注的问题，而失业问题是

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周黎安，2008；聂辉华和张雨潇，2015 等），因此，地方政府有

动机阻止企业破产以维持当地就业。具体地，企业破产倒闭会对当地就业造成直接的负面影

响，给当地政府带来较大的人员安置压力。Bernstein et al.（2019）的研究发现，企业破产会

对当地企业产生持久的负面外部效应，导致临近企业就业率下降。因此，地方政府和官员有

较强的动机阻止辖区企业破产以维持当地就业，避免大规模裁员造成重大的社会动荡。另一

方面，在经济分权体制下，财政收入和经济增长是地方政府和主政官员关注的重要经济目标，

也是维持政府运转以及辖区基本支出的重要保障（周黎安，2007；范子英和张军，2009；徐

现祥和王贤彬，2010），为了维持当地财政收入和经济增长，地方政府有动机阻止企业破产

退出。具体地，辖区企业破产退出市场会导致地区生产总值减少，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冲击。

而且企业破产退出也会减少地方政府财税收入。在生产型导向的财税制度下，营业税和增值

税等与生产经营过程有关的流转税种在地方财政收入中占有较大比重，只要辖区企业有生产

经营收入，即使利润为负，地方政府仍然可以获得稳定的财政收入。而企业破产会导致地方

政府损失一部分财政收入。这样一来，对地方政府而言，辖区企业破产倒闭将意味着地区生

产总值的减少、地方财政收入的流失（张钦昱，2016；徐阳光，2018；Li and Ponticelli，2022），

在以 GDP 考核为主的晋升锦标赛中，地方官员为了完成财政收入和经济增长等指标以实现

政治晋升也有较强的动机阻止辖区企业破产退出。 

而地方政府能够干预司法审判的根本原因在于，地方政府负责地方法院的人事安排和经

费保障，这导致地方法院在案件审理中难以摆脱地方政府的干扰。具体地，为便于审判工作

的顺利进行和方便公民参加诉讼，我国地方人民法院以行政区域为基础进行设置。在根据行

政区域设定各级人民法院的制度框架下，中国各级地方人民法院，尤其是省以下各级人民法

院形成了同级党委管理人事和同级政府保障经费的管理特征，这导致地方法院的独立性被削

弱。具体如下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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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在法院人事管理上，由于法院的设置与行政区划挂钩，各级法院的职级配备、编

制核定等人事安排均受到同级地方党委和人大的管辖。具体而言，一方面，地方各级人民法

院的院长均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任免并对其负责，在管理上由上级党委负

责，法院其他组成人员由院长提请本级人大常委会任免，由本级党委负责人事管理。根据目

前的组织制度，本级党委对法院院长具有“提出选拔任用建议的权利”①，在具体实践中，

地方党委意见在针对法院院长任内评价指标中占有较大权重，这导致同级党委对法院院长、

副院长及其他院领导的任免均有很大干预权。另一方面，地方党委对法院内部的机构设置、

机构人员编制、干部的职数、职级调整等事项也具有一定的决定权。法院历次机构改革、庭

室增设、干部高配，最高法院的意见仅是指导性和建议性的，对于地方党委没有约束力，需

由地方法院院长向地方党委请示，争取获得支持（刘忠，2012）。由此可见，地方党委和政

府对法院的组织人事安排具有较强的影响力。 

其二，在法院运行经费上，我国地方法院的财政经费呈现典型的地方型财政特征，即地

方法院的财政经费长期且主要由同级财政保障，上级财政仅起到补助作用。以 2009 年全国

法院经费收入总额为例，在 467.77 亿元经费收入中, 中央政法转移支付资金 79.8 亿元，省

级配套资金 27.25 亿元，同级财政投入 360.72 亿元，占总经费收入的 77%（于晓虹，2017）。

这样一来，中国地方法院的财政实际上是一种受外部控制的财政保障体制，在这种财政体制

下，地方法院的财政经费额度由地方财政权力机构（政府、人大与党委）决定，进而导致地

方法院运行经费对同级政府具有很大的依附性（陈卫东，2014）。 

综上，由于在人事安排和经费保障上受到同级地方政府制约，地方法院就难以完全摆脱

地方政府对司法权的干扰，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公正。因此，当地方政府出于维稳和政绩

需要阻碍企业破产退出时，地方法院往往不愿受理破产案件或者被迫提高破产案件的审查门

槛，进而加剧了企业破产难问题，使得破产制度未能发挥其应有的社会经济调整作用。 

  

 
① “属于上级党委（党组）管理的，本级党委可以提出选拔任用建议。”见《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

作暂行条例》（1995 年 2 月 9 日）第 27 条、《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2002 年 7 月 9 日）第 3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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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Ⅱ 数据具体获取与处理过程 

本文所采用的 2009—2019 年中国公开的破产案件诉讼数据和各城市实施司法去地方化

改革数据获取与处理过程如下。其一，本文实证分析主要基于 2009—2019 年中国公开的破

产案件诉讼数据。具体地，一方面，我们从“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获取了 2009—

2019 年的破产案件数据。该网站由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于 2016 年推出。另一方面，为了提高

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度，我们还从威科先行数据库中获取了相关破产诉讼数据。我们将上述

两个来源的数据集合并，在此基础上，我们进行了以下处理：其一，运用文本分析方法在文

书中提取企业名称，将其与工商注册数据匹配以得到企业基本特征（包括企业年龄、注册资

本、行业、所有制属性等信息）；其二，剔除了重复案件以及破产企业基本特征和案件特征

存在缺失的案件；其三，剔除了破产上诉案件和破产监督案件；其四，考虑到司法去地方化

改革是在地级市层面实施，剔除了各省高级人民法院和省直辖县基层法院审理的破产案件。

经过上述处理，我们最终得到本文使用的破产案件诉讼数据集。 

其二，我们手工搜集整理了实施司法去地方化改革的试点城市名单及改革时间数据。具

体地，我们综合《中国法院司法改革年鉴》（2013—2020 年卷）、省（地级市）人民法院官方

网站、政府文件、新闻报道等多渠道搜寻了“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省级统一管理”的试点

城市及改革时间。具体地，《中国法院司法改革年鉴》（2013—2020 年卷）披露了各省份各年

度试点法院的改革报告，我们从中获取了试点法院名单及改革时间，在此基础上，我们还结

合省高级人民法院和地级市中级人民法院网站、省（地级市）人民政府网站以及当地媒体发

布的新闻报道进行交叉验证。基于上述数据搜集方法，我们获取了地方法院人财物省级统管

改革的试点名单和试点时间。根据统计，2014—2019 年，司法改革试点城市数量为 239 个，

各年度试点城市数量分别为 16、6、56、73、72、16 个，未实施改革的城市数量为 118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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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Ⅲ 平行趋势检验与稳健性检验正文未报告部分 

（1）平行趋势检验 

为了对平行趋势进行检验，借鉴 Serfling（2016）等人的做法，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对

平行趋势进行检验，具体计量模型如下。 

𝐶𝑎𝑠𝑒_𝐹𝑖𝑙𝑒𝑖,𝑡 = 𝛼 + 𝛽1𝐵𝑒𝑓𝑜𝑟𝑒𝑖,𝑡
−4+ + 𝛽2𝐵𝑒𝑓𝑜𝑟𝑒𝑖,𝑡

−3 + 𝛽3𝐵𝑒𝑓𝑜𝑟𝑒𝑖,𝑡
−2 + 𝛽4𝐴𝑓𝑡𝑒𝑟𝑖,𝑡

0 + 𝛽5𝐴𝑓𝑡𝑒𝑟𝑖,𝑡
1 +

𝛽6𝐴𝑓𝑡𝑒𝑟𝑖,𝑡
2 + 𝛽7𝐴𝑓𝑡𝑒𝑟𝑖,𝑡

3+ + 𝜓𝑇𝑟𝑒𝑎𝑡𝑐 × 𝑇 + (𝑆𝑐 × 𝑓(𝑡))′𝜃 + 𝜇𝑐 + 𝑣𝑡 + 𝜃𝑖𝑛𝑑 + 𝜌𝑜𝑤𝑛 + 𝜀𝑖,𝑡， （1） 

其中，𝐵𝑒𝑓𝑜𝑟𝑒𝑖,𝑡
−𝑘(k=2,3,4+)表示，如果观测值处于改革前的第 k 年，取值为 1，否则为 0；同理，

𝐴𝑓𝑡𝑒𝑟𝑖,𝑡
𝑠  (s=0,1,2,3+)表示，如果观测值处于改革后的第 s 年，取值为 1，否则为 0。值得指出的

是，由于较远年份观测值较少，𝐵𝑒𝑓𝑜𝑟𝑒𝑖,𝑡
−4+表示观测值处于改革前的第 4 年及更早年份，𝐴𝑓𝑡𝑒𝑟𝑖,𝑡

3+

表示观测值处于改革后的第 3 年及之后年份，这也是文献的通常做法。此外，借鉴 Liu and Mao

（2019）的做法，本文将改革前一年作为基期。 

（2）异质性稳健 DID估计量 

计量经济学最新文献指出，当双重差分方法的应用场景从统一政策时点拓展到多期政策

时点时，这会带来异质性处理效应，进而导致估计结果出现偏误（De Chaisemartin and 

D'Haultfoeuille，2020；Callaway et al.，2021；Sun and Abraham，2021；Goodman-Bacon，

2021）。其主要原因在于，多期 DID 估计的本质是多个不同处理效应的加权平均，权重可能

存在为负的情形。在权重为负的情形下，不同处理效应加权平均后得到的平均处理效应，可

能会与真实的平均处理效应方向相反。 

为了解决多期 DID 估计中由异质性处理效应带来的偏误问题，针对 TWFE 估计量的局

限性，部分计量经济学者提出了替代性的估计方法，这类方法可以在存在异质性处理效应的

多期 DID 设定中得到对 ATE 的无偏估计，因此被称为“异质性稳健 DID 估计量”

（Heterogeneity-robust DID Estimators）。具体地，我们采用 Sun and Abraham（2021）提出的

稳健估计量来纠正上述偏误，进而检验本章估计结果的可靠性。值得指出的是，这一估计量

在既有文献中得到广泛应用 （Liu et al., 2022；Braghieri et al., 2022；Biasi and Sarsons, 2022）。

一方面，与 De Chaisemartin and D'Haultfoeuille （2020）、Callaway et al. （2021）等提出的

估计量相比，这一估计量具有相对较好的估计特性，能够同时满足无偏性、有效性和一致性

（刘冲等，2022）；另一方面，这一估计量对应的 stata 命令 eventstudyinteract 能够与 reghdfe

命令配合使用，进而允许控制大量的高维固定效应。基于上述原因，Sun and Abraham（2021）

提出的稳健估计量在目前的相关实证文献中应用广泛。 

基于此，我们运用 Sun and Abraham（2021）提出的估计方法进行动态效应检验。图Ⅲ

1 显示，在控制了多期 DID 估计中由异质性处理效应带来的偏误问题后，平行趋势假设依然

成立，且在改革后，试点城市企业破产案件的立案受理概率显著提升。上述结果表明在考虑

异质性处理效应后，我们的结果依然十分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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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Ⅲ1 基于异质性稳健 DID 估计量（Sun and Abraham（2021））的平行趋势 

 

（3）政策非随机性讨论 

在基准回归中，我们引入一系列城市经济社会特征与时间趋势的交互项来排除潜在的政

策选择标准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本节我们分别使用 PSM-DID、只保留试点城市以及安慰剂

检验来进一步排除不同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试点城市选择的影响。具体如下所述。 

具体地，借鉴既有文献做法（Heyman et al，2007），我们从控制组中匹配与发生司法“去

地方化”改革概率极为接近的未改革城市，我们选取上文中一系列城市经济社会特征作为匹

配变量，采用 Logit 模型的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将预测概率值相近的样本进行配对，并剔除未

成功配对的样本，得到一组与处理组有类似特征的控制组样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后的样本

重新进行双重差分估计。表Ⅲ1 为倾向得分匹配的平衡性检验，结果显示，匹配后试点城市

与非试点城市之间的经济社会特征差异进一步缩小，表明我们的匹配是有效的。基于 PSM-

DID 的估计结果如表Ⅲ2 第（1）列所示，结果显示，尽管剔除未成功配对的城市后样本数

量有所减少，但 Jud_Reform 的估计系数仍然在 1%水平显著为正，且估计值大小与基准结果

较为相近，这表明在克服实验组和对照组城市之间的特征差异后，基准回归的结论仍然成立。 

其二，尽管我们通过引入一系列城市经济社会特征与时间趋势的交互项、运用 PSM-DID

等方法来排除潜在的政策选择标准对估计结果的影响，但仍然可能存在一些非观测城市特征

因素影响试点选择，进而对我们的估计产生干扰。基于此，为了排除上述影响，进一步减少

实验组和控制组之间的特征差异，借鉴 Cao et al.（2021）的做法，我们只选取试点城市进行

DID 估计。表Ⅲ2 第（2）列结果显示，Jud_Reform 的估计系数依然在 1%水平显著为正，这

进一步排除了试点和非试点城市特征差异对本文估计结果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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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Ⅲ1  PSM 平衡性检验 

变量 
处理组 控制组 差异 P 值 

（1） （2） （3） （4） 

人均 GDP (lnGDP_Per) 10.474  10.455  0.019  0.844  

经济增长率 (Growth) 12.098  12.317  -0.219  0.504  

第二产业占比 (Second) 53.551  53.137  0.414  0.782  

第三产业占比 (Third) 34.103  34.155  -0.052  0.968  

固定资产投资 (lnInvest) 6.967  6.965  0.002  0.991  

财政压力 (Fis_Gap) 2.636  2.788  -0.152  0.620  

失业率 (Unemploy) 3.193  3.237  -0.044  0.697  

法院案件审理数量 (lnCases) 9.459  9.389  0.070  0.661  

总人口 (lnPop) 6.111  6.097  0.014  0.891  

新增市场主体 (lnFirms)  10.094  10.069  0.025  0.841  

外商直接投资 (lnFDI) 11.890  11.922  -0.032  0.921  

互联网普及率 (Web) 37.922  38.429  -0.507  0.889  

在校大学生数 (lnCollege) 5.083  5.051  0.031  0.755  

是否沿海 (Coastal) 0.103  0.103  0.000  1.000  

到省会距离 (lnDist_Cap) 4.692  4.674  0.018  0.946  

 

表Ⅲ2 政策非随机性讨论 

 被解释变量：Case_File 

PSM匹配 只保留试点城市 

（1） （2） 

Jud_Reform 0.364*** 0.458*** 

 (0.053) (0.049) 

Treat×T Yes Yes 

Firm-Level Controls Yes Yes 

City traits×Year FE Yes Yes 

City FE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Ownership FE Yes Yes 

Industry FE Yes Yes 

Observations 5496 6227 

Adj R-squared 0.534 0.340 

注：括号内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 

 

其三，虽然双重差分法可以避免实证结果受到同时影响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共同因素干扰，

但有些遗漏因素可能会对实验组和控制组产生异质性影响，进而导致实证结果受到遗漏变量

或者随机因素的干扰。基于此，本文借鉴 Chetty et al.（2009）、Li et al.（2016）等人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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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安慰剂检验，来判断司法去地方化改革对地方破产案件受理概率的正向影响是否是由其

他随机性因素引起的，这一方法近年来在检验政策之外其他随机性因素的影响时得到了广泛

应用。具体地，本文按照地方法院人财物省级统管的实际试点情况，随机抽取实施地方法院

人财物省级统管的城市和年份，在此基础上重新生成 Jud_Reform 变量进行回归，并得到相

应的 β 估计值。我们利用蒙特卡洛模拟重复上述步骤 500 次，并将所得系数的分布情况绘制

在图3中。由于虚假的 Jud_Reform变量是本文随机抽取的，因此，本文预期虚假的 Jud_Reform

变量的系数应该与 0 没有显著差异。否则，将表明本文的基准回归估计结果有偏误，受到未

观测到的遗漏变量的影响。图Ⅲ2 为 500 次估计的系数分布图，基准回归结果如Ⅲ2 中的右

侧竖线所示。可以发现，Jud_Reform 估计系数近似服从以 0 为均值的正态分布，且本文基准

回归系数0.361落在虚假回归系数分布的高尾位置，其在城市安慰剂检验中属于小概率事件。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司法去地方化改革对地区破产法制环境的显著正向影响不是由遗漏变

量或者随机因素导致的。 

 

图Ⅲ2 安慰剂检验 

（4）其他稳健性检验 

我们还进行了其他的稳健性检验。其一，我们检验不同的估计方法是否会对本文结论产

生影响。具体地，我们分别采用 Probit 和 Logit 回归进行稳健性测试。表Ⅲ3 第（1）和（2）

列结果显示，在不同估计方法下，Jud_Reform 均显著为正。 

其次，基准回归中我们将标准误差在城市层面聚类，但在哪一层面聚类并无严格的标准。

本节我们分别从省份、行业、城市-行业三个层面进行聚类。估计结果如表Ⅲ3 第（3）至（5）

列所示。结果显示，在改变聚类方法后，Jud_Reform 的估计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

因此，基准回归得出的结论不受标准误差聚类层面的影响。 

其三，地方法院人财物省级统管改革首先确定省份名单，然后再在省内确定试点城市名

单，因此省级层面的一些遗漏变量可能会对估计结果产生干扰。因此，表Ⅲ3 第（6）列进一

步控制了省份-年份固定效应，结果显示，在引入省份-年份固定效应后，Jud_Reform 的估计



《经济学》（季刊）                                                              2024 年第 6 期 

9 

 

系数依然为正，p 值为 0.012，在接近 1%的水平上显著。 

其四，我们只选取了我国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之后的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有些地方政

府可能会指示法院不接受破产申请材料，不进行登记，这可能会对本文结果产生干扰。2015

年 5 月 1 日，人民法院案件受理制度由立案审查制变为立案登记制。在立案登记制下，当事

人只要提供符合形式要件的诉状，法院应当一律接收，因此能够有效杜绝“地方政府不让法

院登记企业破产申请”的行为。基于此，我们只选取了立案登记制改革后的样本进行估计，

表Ⅲ3 第（7）列显示，本文估计结果依然稳健。 

其五，城市企业数量越多，破产案件可能越多，进而可能会影响破产审判。基于此，我

们采用工商企业注册数据计算了城市每年的存续企业数量。具体计算方法为，当年存续企业

数量=截止当年城市累计注册企业数量-截止当年城市累计退出企业数量。表Ⅲ3 第（8）列结

果显示，在控制了城市当年的企业数量后，基准回归结果依然稳健。 

表Ⅲ3 其他稳健性检验 

 被解释变量：Case_File 

改变估计方法 改变聚类方法 控制省-年 

固定效应 

立案登记制

后的样本 

控制企业 

数量 Probit Logit 省份 行业 城市-行业 

（1） （2） （3） （4） （5） （6） （7） （8） 

Jud_Reform  1.047***  1.855*** 0.362*** 0.362*** 0.362*** 0.270** 0.359*** 0.360*** 

 (0.243) (0.433) (0.057) (0.030) (0.048) (0.107) (0.049) (0.045) 

Treat×T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Firm-Level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ity traits×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Firm_Number        Yes 

City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Ownership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Province-Year FE      Yes   

Observations 9421 9421 9421 9421 9421 9380 8393 9421 

Adj R-squared 0.315 0.316 0.398 0.398 0.398 0.428 0.393 0.397 

注：括号内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 

 

最后，我们针对法院管辖权引致的潜在样本选择问题进行讨论①。具体地，如果企业可

以自由选择破产申请的法院，比如，一家集团企业既可以选择在分公司或分公司属地提起破

产申请，也可以在总部所在地提起申请，这就会带来样本选择性问题，导致估计偏误。但值

 
① 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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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指出的是，根据我国法律规定，破产案件的地域管辖属于专属管辖，法律对地域管辖的规

定具有唯一性、强制性和排他性①，因此，破产案件中的样本选择性问题不大。从法律规定

来看，集团企业也难以根据子公司或者分公司的不同地址来策略性选择破产申请的管辖法

院。具体而言，一方面，分公司不具备法人资格，因此无权申请破产；另一方面，子公司具

有独立法人资格，其与母公司的破产主体资格是相互独立的，即母公司破产，子公司不一定

破产，反之亦然。此外，母公司和子公司注册地在同一地点的，破产申请由同一法院管辖；

若母公司和子公司注册地不在同一地点，则应分别由各自注册地的法院管辖。综上分析，企

业破产申请中并不存在基于法院管辖权的样本选择问题。 

 

 

 

 

 

  

 
① 企业破产法第三条规定了破产案件地域管辖的基本原则，即“由债务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对

“债务人住所地”的概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条规定：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住所地是指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破产

案件的地域管辖属于专属管辖，法律对地域管辖的规定具有唯一性、强制性和排他性。具体地，一方面，

破产案件的地域管辖只有“债务人住所地”一项确认标准，具有唯一性，不像一些民商事案件可以同时有

两个甚至两个以上具有管辖权的法院。另一方面，破产案件的地域管辖具有强制性，只能依法确定，既不

能由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法院，也不能由法院之间任意协商确定。此外，由于破产案件只有一个判断地域

管辖的标准，也就只能有一个法院有法定的地域管辖权，具有明确的排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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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Ⅳ 司法去地方化改革的有效性检验 

为了验证改革的有效性，本节我们实证考察地方法院的人事任命和财政预算是否真正实

现了省级统管。具体地，为了实证检验司法去地方化改革对地方法院人事任命和财政预算的

直接影响，我们手工搜集了中级法院院长①的简历信息以及地级市财政支出数据。实证结果

显示，司法去地方化改革实施后，省以下法院的人事任命和财政预算确实实现了省级统一管

理。具体如下所述。 

其一，为了实证考察司法去地方化改革是否实现了地方法院人事任命权的省级统管，我

们从百度百科、中级法院网站、媒体报道等渠道手工搜集了 2010—2020 年我国中级人民法

院院长的简历信息（涵括院长姓名、性别、年龄、民族、学历、专业、上任前任职信息等），

并从中识别出 616 次中级法院院长换届数据。具体地，在改革之前，同级地方政府对当地法

院院长的人事任命具有较大的话语权，往往从当地进行选拔，加剧了司法的地方化问题，但

是在改革之后，中级法院院长的任命权上收到省政府，中级法院院长的候选人不再局限于当

地，省政府和省高院可以从全省范围内选拔任命。这样一来，如果我们能够观察到中级法院

院长的异地任职显著增多，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改革后确实实现了法院人事任命的省级

统一管理。基于这一逻辑，我们考察省以下法院人财物省级统管改革之后，中级法院院长的

异地任职是否显著增多。 

表Ⅳ1 司法去地方化改革对中级法院院长任职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Nonlocal_Appoint 

 （1） （2） 

Jud_Reform 0.155** 0.275*** 

 (0.078) (0.087) 

Individual-Level Controls  Yes 

City traits×FE   Yes 

City FE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Observations 616 426 

Adj R-squared 0.260 0.479 

注：括号内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 

具体地，我们以 2010—2020 年全国中级法院院长的 616 次换届作为回归样本，在此基

础上构造了异地任职变量 Nonlocal_Appoint，如果此次换届的中级法院院长由其他地级市调

任，则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在回归模型中，我们进一步控制了换届的中级法院院长的

个人层面的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民族、学历、是否为法学专业。估计结果如表Ⅳ1 所示，

 
① 我们尝试过搜集基层法院院长的个人信息，但是由于基层法院院长级别较低等原因，相关信息披露

情况较差，缺失十分严重，因此，考虑到数据可得性问题，我们以中级法院院长为分析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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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在改革实施后，与非试点地区相比，试点地区的中级法院院长由外地调任的概率

显著提升 27.5%，相当于样本均值（0.508）的 54.1%。这一结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省

以下法院人财物省级统管之后，省政府对省以下法院的人事任命权显著增强。值得指出的，

地方法院院长异地任职也有助于打破司法的地方化问题。 

其二，我们搜集了地级市政府的财政支出明细数据，以实证考察司法去地方化改革是否

实现了地方法院财政预算权的省级统管。 

一方面，我们从省级统计年鉴以及地级市统计年鉴中手工搜集了 2010—2020 年地级市

财政支出分项数据，剔除缺失样本，共得到 193 个地级市的财政支出分项数据。值得指出的

是，2007 年财政预算编制改革之后，法院财政支出包含在“公共安全支出”类目下，“公

共安全支出”包括公安、检察院、法院、司法、其他公共安全支出的财政支出。而大部分地

级市财政支出分项只公布到“公共安全支出”一级，并未进一步单列法院财政支出，考虑到

“公共安全支出”中法院支出之外的支出并未受影响，因此，我们考察司法去地方化如何影

响地级市公共安全支出。如果实现了财政预算省级统管，地级市公共安全支出会显著下降。 

回归结果如表Ⅳ2 所示。第（1）列结果的因变量为地级市公共安全支出的对数值，结果

显示，Jud_Reform 的估计系数为-0.1，并在 1%水平显著，意味着司法去地方化改革实施后，

地级市公共安全支出显著减少 10%。值得指出的是，《中国财政年鉴》披露了全国层面的地

方财政支出中的法院支出数据，根据这一数据，我们计算出样本期内，法院财政支出占公共

安全支出的比例为 11.1%。而我们的结果显示，改革后，地级市公共安全支出减少 10%，几

乎等于法院支出在公共安全支出中的占比，在其他公共安全支出不受影响的条件下，这意味

着，改革后地级市的法院支出接近为 0。此外，为了排除上述效应是因为改革后试点城市的

财政支出下降趋势导致的，我们还考察了司法改革对地级市财政总支出的影响，回归结果如

表Ⅳ2 第（2）列所示，结果显示，司法改革后，地级市财政总支出并没有显著变化。 

表Ⅳ2 司法去地方化改革对地级市法院财政支出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lnsecurity_exp lntotal_exp lncourt_exp 

 （1） （2） （3） 

Jud_Reform -0.100*** 0.014 -1.292*** 

 (0.037) (0.023) (0.456) 

Treat×T Yes Yes Yes 

City traits×FE Yes Yes Yes 

City FE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1877 1877 880 

Adj R-squared 0.979 0.990 0.733 

注：括号内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 

另一方面，少部分地级市统计年鉴以及地级市政府年度预算报告中会披露公共安全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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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同分项的支出情况，我们运用地级市政府针对法院的财政支出数据（Lei and Li，2022）

①，剔除缺失样本，共得到 880 个地级市-年度的样本观测值。基于上述数据，我们构造了地

级市政府针对法院的财政支出变量（lncourt_exp），以对数值衡量。回归结果如表Ⅳ2 第（3）

列所示，结果显示，Jud_Reform 的估计系数在 1%水平显著为负。从经济含义来看，地方法

院人财物省级统管改革实施后，与非试点城市相比，试点城市针对地方法院的财政支出下降

幅度在 100%左右，这意味着，改革后地级市针对地方法院的财政支出接近为 0。综上，上

述结果一定程度上表明，改革后，地级市的法院财政预算权确实收归省政府。 

  

 
① 非常感谢雷镇环教授对本文中地级市政府针对法院的财政支出数据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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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Ⅴ 司法去地方化改革对城市破产企业数量的影响 

本节我们构造了城市层面破产企业数量的因变量，考察了司法去地方化改革对城市成功

破产企业数量的影响。具体地，我们分别计算了如下三个指标：城市每年成功破产企业数量、

成功破产企业数量/当年存续企业数量、成功破产企业数量/当年僵尸企业数量。表Ⅴ1 显示，

基于不同指标的实证结果一致表明，司法去地方化改革后，城市层面的破产企业数量显著增

多。具体如下所述。 

其一，表Ⅴ1 第（1）列的因变量为城市层面的年度破产企业数量（lnBankrupt_firms），

并进行了对数化处理。结果显示，Jud_Reform 的估计系数在 5%水平显著为正，即司法去地

方化改革实施后，与非试点城市相比，试点城市每年成功破产的企业数量显著增加。 

其二，为了排除不同地区企业数量差异的干扰，在表Ⅴ1 第（2）列中，我们将因变量更

换为破产企业数量与存续企业数量的比值。结果显示，Jud_Reform 的估计系数依然在 5%水

平显著为正。 

表Ⅴ1 司法去地方化改革对城市破产企业数量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lnBankrupt_firms Bankrupt_firms/Total_firms① Bankrupt_firms/Zombie_firms 

 （1） （2） （3） 

Jud_Reform 0.058** 0.014** 0.207* 

 (0.024) (0.006) (0.116) 

Treat×T Yes Yes Yes 

City traits×Year FE Yes Yes Yes 

City FE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3608 3608 1224 

Adj R-squared 0.406 0.149 0.270 

注：括号内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 

其三，我们尝试构造破产企业数量占当地僵尸企业总量的比例。经过查阅文献发现，由

于识别僵尸企业需要用到企业财务数据，所以既有文献均是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或者上

市公司数据库②来识别和计算地区僵尸企业数量（黄少卿和陈彦，2017；李旭超和宋敏，2021；

邵帅等，2021；许年行等，2023）。但是，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只公开到 2014 年，而本文司

法去地方化改革时间是 2014 年才开始，所以我们无法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来计算当地

的僵尸企业数量。综上，考虑到数据可得性问题，我们只能采用上市公司数据来相对粗略地

计算城市层面的僵尸企业数量。 

具体地，借鉴既有文献针对上市公司的测度方法（黄少卿和陈彦，2017；许年行等，2023），

我们识别上市公司是否为僵尸企业的方法如下：在对上市公司连续三年扣除补贴后的实际利

 
① 考虑到估计系数的可读性，我们将因变量进行了百分比转换。 
② 值得指出的是，工商企业注册数据包含了中国的所有企业，因此是能够最全面反映地区僵尸企业分

布数量的理想数据库，但识别僵尸企业需要用到企业财务数据，而工商企业注册数据库中的企业并没有对

外披露年报的要求，因此，我们无法采用工商注册数据识别和计算地区僵尸企业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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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总额进行平滑时，我们分别对 t-2 至 t 年、t-1 至 t+1、t 至 t+2 的三个连续三年的实际利润

总额进行加总，若以上三个总和只要有一个小于 0，则该企业在 t 年被识别为是僵尸企业。

基于上述方法，我们计算出了城市层面的上市企业僵尸企业数量，构造了破产企业数量与僵

尸企业数量的比值这一指标，表Ⅴ1 第（3）列结果显示，Jud_Reform 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

正，与我们的预期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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